
李大钊、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认识

张 艳 国

摘　要：李大钊和瞿秋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道路的重要宣传

家与理论家。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阐释俄国道路，针对革命道路、革命手段和

革命目标，俄国国情与革命和社会建设关系，群众、阶级、政党和国家之间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社会发展动力与革命主体，思想、意识和观念因素的社会

作用等问题，展示了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时代水平的先进认识。在理论指导、思想

基础与价值认知相同的前提下，他们的认识又各具特点，存在差异，但共同展示出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道路的思想睿智与科学认知，成为人们认识从俄国道路

到中国道路的思想窗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珍贵思想资料与当代中国道路发展

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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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道路即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邓中
夏、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张太雷、瞿秋白等人聚合而成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
者群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选择作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其中李
大钊和瞿秋白的贡献尤其值得研究。他们二人具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先进中国人特有
的素养和品质，拥有宽广而敏锐的世界眼光，对俄国道路的认知超迈而深入。从十
月革命开始，李大钊即开始研究俄国道路，发表３０余篇专门论述俄国革命的文
章。① 瞿秋白虽较李大钊晚出，但他求学北京时就开始关注俄罗斯文学，赞赏十月
革命，进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特别是实地采访苏俄，多角度地考察俄国实践，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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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本文为江西省赣鄱英才 “５５５人才工程”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资助项目 “从
辛亥到五四：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研究”（赣组字２０１１－００１）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
稿专家的宝贵建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 《李大钊烈士碑文》中说，李大钊是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
主义的文章”。（《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页）



下１００多万字的著述，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苏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
题。①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中的其他人，亦在宏观理论层面从不同角度关注并
研究道路选择问题，贡献卓著，但就对俄国道路的认知而言，其成果却显得相对零
散和薄弱。李大钊和瞿秋白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中研究俄国道路的双子星座，

其代表性、典范性、论述的系统性及深入性、理论影响的深远性，均非常突出。

思考中国道路，② 在当时最科学最现实的思维路径，是借助俄国道路。③ 十月
革命为这一思维路径提供了客观依托。但有此依托，不等于就可以展开思想的自然过
程。当时最先进的思想者，之所以能够依此路径展开思想行程，端赖其知识背景所塑
造的超拔识力，而这些认识成果汇聚为时代潮流，反过来又凸显其识力的超拔。④ 就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的时代任务而言，根本目标是指明中国道路的最终归宿 （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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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建国初说，“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在文字中
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７５７页）
中国道路作为理论概念，笔者认为目前包含三项涵义：在旧民主主义时期，指走向资
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指最终走向社会主义，路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
取全国胜利；在当代，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道路的核心指向，
是中国向何处去。在当代，中国道路的核心指向，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参见黄平、
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李大钊、瞿秋白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初始阶段的历史人物，回答的时代
课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俄国道路的核心指向，同样是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但它达致目标的路径，是首先夺取
城市，然后取得全国胜利。中国道路与俄国道路目标一致，但路径不同。列宁说，俄
国道路是相对于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而言 （《列宁
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５７页），可见，俄国道路
也有其民族性。在总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处于正在进行时状态中的中国道路将如何进
行？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实践检验，给出了科学答案，即以农
村包围城市。
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
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
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４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７０—１４７１页）宋庆龄在阐释孙中山思想时说： “他
（孙中山）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以俄为师，走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领导国民
革命的道路。”（宋庆龄： 《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国人在革命实践意义上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乃始于十月革命。
中共早期人物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之前，其对俄国革命的认识，完全是思想行为，还
不具备组织性，这就愈发凸显出其思想的先进、识力的超拔。故中共早期人物认识俄
国道路，大体而言，经历了单纯由思想自觉到组织与思想双重自觉相统一的两个阶段。
李大钊与瞿秋白不仅横跨两个阶段，且均贡献突出。



主义）。至于达到这一归宿的中国方案与民族途径 （以农村包围城市），则是下一步
的时代任务。正是在这一根本目标上，李大钊与瞿秋白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
前途。不仅如此，他们还对中国道路从俄国道路出发的理论起点、理论内涵等，作
出了具有文本示范价值的贡献，值得人们从中国近代史、革命史、思想史和文化史
的角度，循着 “人物—思想—时代—社会实践”的社会关联和逻辑联系，进行一番
“对话与理解”式①的深层思考与理性分析。

再进一层分析，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前后，

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谷底”。② 在历史的谷底与谷峰思考，其难度与价值，

当然不一样。整部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在历史谷底，哪一种政治势力能够给出关于
中国前途命运的科学答案，哪一种政治势力就能引领历史发展的方向。而李大钊和瞿
秋白围绕俄国道路的一系列思考与见解，恰好展示了处于历史谷底的先进中国思想家
的超拔目光、理论高度与认识智慧，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性、先进性与科学性，

验证了当代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历史渊源与历史理据。

学术界对李大钊和瞿秋白的经历、著述、思想转变等，均有成熟研究，③ 唯对二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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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说：“必须通过潜在无声的对话与历史人物沟通以形成理解。……即设身处地，
把自己设想成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根据确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与行为的成因与后果，
这样才有可能窥见其心灵深处的奥秘。”（章开沅：《实斋笔记》，北京：东方出版中心，

１９９８年，第３２４—３２５页）
刘大年认为，近代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挽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沿着下降
线发展，五四运动以后的３０年里中国革命是沿着上升线行进的。即以新文化运动时期为
“谷底”之意。（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６８—６９
页）近代史学界关于 “沉沦”与 “上升”问题之讨论，言论颇多，兹不赘述。
主要有 《李大钊传》编写组： 《李大钊传》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朱成甲：
《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朱志敏：《李大
钊传》（北京：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刘建军等：《李大钊思想评传》（福州：福建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朱成甲：《李大钊传 （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裴赞芬、宋杉岐：《李大钊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以及日本学者后藤延子： 《李大钊思想研究》 （王青等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等。李大钊文献搜集整理工作成绩突出，已经出版四卷本与五卷本全集
两种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瞿秋白研
究主要著作有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陈铁
健：《瞿秋白传》（北京：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王铁仙：《瞿秋白传》（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１年）；杨慧：《思想的行走———瞿秋白 “文化革命”思想研究》（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１２年）；季甄馥：《瞿秋白与中共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等。相关文献
汇编，有史习坤编： 《瞿秋白研究资料》 （两册，北京：中国民族学院科研处，１９８２
年），而以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共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９９８年
陆续出版）最为周全而权威。



识俄国道路之比较研究，尚付阙如。① 因此，在世界将迎来十月革命１００周年的时
候，考察李大钊、瞿秋白关于俄国道路的思想成果，对于我们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以及中国道路的历程，无疑具有回到初始时期思想起点的意义和价值。

一、关于革命道路、革命手段与革命目标

思考俄国道路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寻出路。李大钊与瞿秋白基于唯物史观的共

同理论立场与方法，已经认识到俄国之路为中国所必走。但他们思想的深刻性在于，

在必然性的前提下，不仅看到，而且努力揭示道路的曲折性。他们认识到，过程与
必然在现实中结合，不会简单合一。曲折属于过程，而道路归乎必然。所以，在苏
俄历史进程的初始期，他们就精准地预测到社会主义前途的世界潮流指向与中国未
来的必然归属。正是基于对历史规律性的认知和把握，他们坚定地树立起共产主义
信仰，自觉地选择做以共产主义为依归的职业革命家。

在李大钊的观察中，俄国革命既具有标志历史发展阶段的划时代价值，又具有
决定世界走向的全球意义。如此重大之变革，必然经历最大的牺牲和痛苦。他说：
“余尝考之，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

征之历史，往往而是。……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牺牲、最大痛苦之后。”② 这
是历史辩证法的科学认知，也是历史所昭示的事实。因此，针对俄国革命所造就的
“世界新潮流”，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
痛，必冒许多危险。……这新纪元的创造……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

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人们应该做好 “准备怎
么能适应这个潮流”。③ 显然，李大钊将俄国革命置于人类历史的整体之中，说明并
非只有俄国革命才会造成痛苦，而是凡 “新纪元”皆然，这就为革命的必然性提供
了学理支撑，抽离了因恐怖痛苦而拒斥革命的心理。李大钊言词中所蕴含的历史统
一性、普遍性、必然性、规律性思想内涵，昭然可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
想的重要基石，即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多样性、偶然性与曲折性，置于必然性与
规律性的前提下去考察，同时丝毫不忘它们之间的统一性与辩证关系。

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观察，因具有实感，故更加具体。他作为记者到俄国采访
之际，正值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瞿秋白看到，由于经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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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篇关系密切的博士学位论文，即潘祥超的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陕
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１年）和王永乐的 《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２０１３年）。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３册，１９１８年７月１日。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５卷第５号，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实际出版时间
为１９１９年１月）。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前，苏俄部分原已废除的剥削制度不得不予以恢复。瞿秋白说：

“工厂中的技术师，除应得薪俸及日粮以外，还可以得分红。 （按这一点很可研究。

初革命的时候政府要取消资本家的利息，同时实行薪给平等的制度，后来行不通，

才改的。）”①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他敏锐地看到，某些 “让步”措施，如废除余粮

收集制、开放自由商业和引进外国资本等，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不是坏事，而是

好事。因此，“让步”只是共产主义人间化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即使资本主义在一

定范围内复活，只要政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就可以使它变成巩固政权、保

障民生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原则与现实可行性之间，瞿秋白坚持了原则性与灵活性、

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有机统一。显然，在坚定信仰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瞿秋白

更多地看到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毋庸讳言，在暴力革命问题上，李大钊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十月革命后，他逐

渐放弃了反对 “以暴易暴”的主张，但进化论和调和主义的影响尚存。对十月革命，

他赞同采用暴力方式。早在１９１８年三四月间致林伯渠的多次信件中，李大钊就详细

介绍了十月革命的一些情况，使林对 “如何联系群众，如何组织军队，在实际生活

中有些新的认识”。② 但暴力革命是否是革命的必然形式，李大钊产生过些许犹豫。

１９２１年，他说：“列宁认为想建设新世界的组织，先有大破坏始有大建设。这种改

造世界的新思想，是不是尽美尽善，是另一个问题；从事实上说，他们的精神是很

好的，进步是很快的。现在俄国所行的政治是手段，不是目的；将来俄国改造成什

么样子，还不能定。可是将来与世界改造有绝大的影响，是无疑的。”③ 这种思想上

的不够肯定，是李大钊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时代印记。但是，李大钊

很快便树立了暴力革命的思想。１９２２年纪念辛亥革命时，他在 《敬告国人书》和
《敬告劳动者书》中提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来实行
‘暴力革命’”。④ １９２３年，更是提出： “政权的夺取，有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

一是革命的。采取平和的手段的，大抵由宪法上、议会上着手……有许多社会主义

者鉴于平和的手段的失败，乃悟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

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这种革命的运动，有失败的，有成功的。失败的如德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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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５４页。
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
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１页。
李大钊：《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１９２１年３月

２１日。
《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第１３０页。



成功的如苏俄是。”① 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２３年，经过大约两年的思考与观察，李大钊
明显地认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而且具有了无产阶级专政 （独揽政权）的思想。

这一思想乃是由 “鉴”而 “悟”，与他所谓 “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过程是
一致的。

瞿秋白则较早地认识到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从旅俄开始，他就成为坚定的革命
论者。在俄期间，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教育，对俄国工人阶级
的革命斗争给予热情赞扬，对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表现出的不怕牺牲、敢于胜利
的精神品质给予崇高礼赞；他更希望中国无产阶级也能像俄国无产阶级一样，具有
坚定的不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他说：“我国无产阶级只寄希望于你们这些勇敢的俄国
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建立了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实现社
会主义原则，克服种种困难，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历尽千辛万苦，而始终没有灰
心丧气。”② 这里，瞿秋白实际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如何俄国工人化的问题，这在中
俄两国历史与现实条件较之西欧更为接近的条件下，显然并非空想。中国的产业工
人队伍虽然弱小，但五四后的历史表明，它的革命性与团结性，同样是非常强大的。

关于俄国革命的目标与意义，李大钊和瞿秋白一致认识到十月革命是一个全新
的革命。由此，俄国正开辟着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的社会道路；它是要
打破资产阶级统治的枷锁，走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人民当家作主；俄国革命的目标
不仅仅只是为着俄国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它还要走向世界，担负起解放全世界无产
阶级的责任，它是一场世界革命。二人侧重点的不同在于，瞿秋白主要是从俄国革
命的指导思想来看十月革命的理想目标，而李大钊不仅重视指导思想，还深刻地把
俄国革命与以往的革命进行比较，揭示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李大钊
刻意比较了不同范畴、不同性质的近代革命，重点以法、俄革命为例，区分资产阶
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国家革命与世界革命，指出：“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
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

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
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③ 对于俄国革命目标，他在 《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一
文中讲得更清楚，“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
党；……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
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④ 李大钊深刻揭示了俄国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在当时社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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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常：《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的演讲》，《北大经济学会半
月刊》第３号，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６日。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１卷，第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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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新青年》第５卷第５号，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实际出
版时间为１９１９年１月）。



啻一声惊雷，可谓独领思想界和革命界之风骚。瞿秋白则从实践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角度考量俄国革命，揭示革命的目的意义。他说：“我们也知道，你们———俄国的无
产阶级是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思想的第一批继承者和传播者，你们为了全世界人
民的利益正在首先实现这光辉的思想。按其性质和意义来说，你们社会制度的全部
内容，你们的经济和政治的总方向是国际主义的。你们的无产阶级政府对别国人民
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它愿为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而斗争，它正在进行这样的斗
争。”① 这实际阐释了俄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理论渊源与价值取向，也正是中国需
要依照俄国道路而行的缘由所在。显然，无论李大钊还是瞿秋白，尽管抱着强烈的
救国思想，却没有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既具有世界革命思想，也具有世界一
体化思想，是在世界的格局中思考中国，在思考中国中关照世界。这一特点，在当
时的整个中国思想界，时代感最强烈。

当然，李大钊、瞿秋白二人看待俄国革命道路、手段和目标具有角度不同等差
异，但由于思想本质与总体目标一致，故其相互关系，乃是并育而不相害。至于说
暴力革命是完全采取俄国革命的方式，还是具有中国革命的特有方式，显然，他们
还不具备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客观条件。但是，他们也察觉到了中国革命不会是
俄国革命的简单复制。因此，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他们的思想确实具有起点
的意义。他们认识到，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经历苦难过程、付出惨痛牺牲，

而革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都应该对革命道路充满信心，

一往无前。② 这些重要理想，在政治坚定性的前提下，无疑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思想根苗。李大钊、瞿秋白思想之超拔，由此彰显。

二、关于俄国国情与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关系

列宁等人论述俄国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将历史发展的一

般规律性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地域性、民族性相结合。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重要的思考维度，就是考虑到俄国不同于西欧的具体国
情。而马克思关于 “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论述，即直接与俄国的具体国情相关。③

李大钊和瞿秋白对俄国国情与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阶段关系的思考，遵循了列宁的
思维路径。此后，从国情出发，进而将国情凝练为社会性质，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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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１卷，第１７６—１７７页。
李大钊牺牲前夕，写就 《狱中自述》，说道：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
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李大钊全集》第５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３０页）李大钊和瞿秋白都以生命为代价，为他们所
宣扬的革命理想、信念、意志、品格作了价值诠释。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６１页。



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

李大钊和瞿秋白一致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尊重俄国的特殊国情。由于这
一特殊国情，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存在一个政治过渡阶段。无产阶
级专政是俄国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随着阶级的消灭，统治与服属的
关系亦全然归于消灭”。① 一方面，资产阶级有复活的可能性，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
的手段；另一方面， “为保护这新理想、新制度起见，不能不对于反动派加以隄
［提］防。……阶级全然消灭，真正的伊尔革图克拉西，乃得实现。”② 他认识到，

由于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可能复活，所以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在维护劳工政权方面具
有特殊意义，政治上出现的这种过渡形态既合乎具体国情，也符合马克思的预想。

而瞿秋白则对俄国社会过渡性的复杂性，认识愈加全面。他认为，苏俄建设社会主
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俄国国情的痕迹。他不仅从
政治上分析俄国国情对俄国社会发展形态的影响，而且还看到俄国经济发展状况、

人民群众思想文化水平和国际环境对其社会发展状态的影响。瞿秋白认为，十月革
命后，战时共产主义和随后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过渡形态的体现。他说：“苏维埃制度
不过达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的过渡时期罢了”。③ 瞿秋白清楚看到，俄国国内经济水平
低下，小农经济占有重要地位，要实现共产主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尤其是随着
国内国际战争的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在生产力如此落后的条件下很难继续实施下去。

他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虽然向小农和资本家让步，但从实际出发却是必须的，

虽然它只是一种过渡形态。他指出，“于小农经济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其势小农
为资产阶级，和工人———无产阶级之间利益必相冲突，而农民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造
绝不感其兴趣，反觉和他经济地位不相容的政策不能忍受。于是所谓 ‘农工之关系’

不得不重新整顿，自然要用这种相当的过渡的新政策。”④ 这是完全正确的看法。从
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这是从现实性上实现社会主义，但绝不是放弃共
产主义理想。

瞿秋白还敏锐而深刻地看到俄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少数民族与
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差异更加突出，这就要求国家必须帮助不发达地区越过资本主义
的发展阶段。他说：“这些民族文明程度不一，有的绝对没有现代工业，因此也没有
所谓 ‘无产阶级’。于是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共产党对于这问题的解决方法，唯一
的原则就是：‘提携各幼稚民族越过资本主义时代，而直达于共产主义的建设。’”

因此，他认为，苏俄在国内实行民族自治、发展大工业、提高生产力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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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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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劳农政府之 “农民政策”———新经济政策与人民之舆论》， 《晨报》１９２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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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迂回曲折的过渡办法”一方面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并不有损于实现共产主义
的最终目标。因此，瞿秋白对苏俄共产党的大胆实践给予高度赞扬，他说：“从共产
党民族政策上看来，确为世界历史上开一新纪元，理想的实现，本必须经几度的人
间化。”① 对于这个必经的 “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瞿秋白的认识是很深刻的。的确，

共产主义理想在实践过程中无法脱离实现它的具体条件和特定社会环境；反之，就
会走向事物的反面。苏俄共产党实践社会主义，敢于根据特殊国情而采取实事求是
的政策，不仅对于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产生了积极影
响，而且对于人们科学认识共产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目标与起点产生了深刻影响。

瞿秋白还认识到，苏俄政府此时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已经大为改观，当时
共产党政权已经比较稳固，国际敌对势力的军事干预已基本不存在，内战也已结束，

苏维埃政府的主要精力转向了国内经济建设，因此，国内政策的调整和转变是一个
必然趋势。他说：“劳农政府行新经济政策已有一年多了。革命的怒潮时代……且告
结束，从此当入建设时代，———经济实际的改造恢复，于此小资产阶级经济的俄罗
斯中，无产阶级国家自当具极浓厚的 ‘过渡色彩’，———此种国家形式的完成遂有紧
迫的必要。”② 苏俄在这个时候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社会生产力，然而战争的破坏、小
农经济的顽固使苏俄的经济发展必须借助外国资本主义的某些力量，如技术、管理
经验、资金和设备等等，在国内适当地容许发展资本主义。对此，瞿秋白认为，资
本主义可以为共产党人所利用。他针对苏俄和美国、英国签定的租让合同说：“如果
能照他们计划做得去……农工业上的工作者，都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全国而有一统
一的组织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基础巩固，精神上物质上的能力都已十分充足，资本家
的经济侵略政策又何足怕呢。”③ 显然，在瞿秋白的思想中，已经具有新民主主义经
济的基本因素。

瞿秋白进一步看到，俄国人在思想文化上的独特性，尤其是他们的国民性，对
十月革命后的政治形态产生了影响。他说，“俄罗斯东方式而西方的国民性和马克思
急激的彻底的预言式的学说混合起来而形成现实的政治状态”，俄国人具有 “只顾达
到目的，不管手段的善恶好坏”、 “守旧性”、 “附和性”和 “无政府的倾向”等等，

使得 “劳农政府的政策始终不能满他们的意”。④ 俄国人固有的国民性，使新生的苏
维埃政权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尊重，务实地对农民让步。

不难看出，李大钊对俄国国情、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形态的认识，集中在 “无产
阶级专政”的主题上，突出了革命后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这坚持
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巴黎公社经验总结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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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① 而瞿秋白经历过苏俄的实地考察，

因而在分析俄国革命后的社会走向时，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更显示出
职业革命者的灵活性和实事求是的品质。特别要看到，苏俄共产党从实际出发、从
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求实精神，自此在瞿秋白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
探索中国革命的有益借鉴。后来，他在大革命时期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
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② 这是瞿秋白
在受到俄国道路启发后，最早提出中国革命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
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③ 这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源
头，成为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坚持的精神品格和实践品质。④ 瞿秋白关于 “过渡”

的思想，同样意义非凡。因为，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非也是向高
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 “过渡”。

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国家的关系

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非常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
观点和方法处理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实践和理论上
都有重要收获。李大钊和瞿秋白 “取法苏俄”，当然对此问题格外关注。

唯物史观在历史的主体领域，必然表现为人民史观。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系统宣
讲唯物史观的人，故他必然会肯定革命群众力量的伟大，将之视为历史前进的动力。

他说：“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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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有研究者指出，受俄国 “十月革命”的震撼，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实
际情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参见
闫纪建：《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纪念五四运动９０周年》，《当代世
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未刊稿，今存影印件。转引自王铁仙： 《瞿秋白论稿》，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５页。
有研究者认为，“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奠基人、开拓者”，“是最早意识到
马克思主义运用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参见胡丰顺：《试论瞿秋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１８期）
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共中央六届六次全会上。
毛泽东在 《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
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
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
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５３４页）这一论述，与上述瞿秋白所论高度一致。



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
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① 但是，倘若群众不能形成为阶级，就不能表
现出整体力量；群众运动需要发动和引导，而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需要一个团
体去组织和训练群众，强化其阶级力量；在俄国，这个团体是俄国共产党。李大钊
指出：“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
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② 李大钊在研究俄国革命时，已经按照唯
物史观的理论逻辑，构建了人民群众—阶级—政党—国家的序列，并廓清了这一序
列的内在互动关系。在这个序列及互动链中，李大钊尤其重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
重要性，已经认识到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对革命运动极端重要。

李大钊体认到，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无法割裂。党的建设和发展需要群众，而群
众需要政党来组织；政党从群众身上吸取力量，并领导群众推进革命。李大钊说：
“因为团体的训练和民众的运动，是互为因果的，即团体的训练愈发达，民众的运动
愈有力；亦惟民众的运动愈发达，团体的训练才愈高明。……所以我们现在要一方
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中国社会改革，才会有点希望。”③ 尽
管李大钊并没有说明群众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促使党的发展和自身建设，但从其思想
中可以看出，他已经认识到人民群众运动的辐射宽度和力度。组织群众，发动群众，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党领导群众运动完成革命任务，李大钊的这一系列思想，是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和 “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传统与作风的
思想源头和历史起点，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④ 还要看到，这不仅对他
此后的革命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还对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理论与
实践发挥了积极作用。⑤

瞿秋白也认识到人民群众同俄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革命中的重要关节点，但他的
认识重点则在于党对群众的有效指导和有力领导。瞿秋白说：“共产党的运用政权，

全仗着党内组织的精密，办事的敏捷。……于此可见共产党之精神是在于使最有觉
悟最有知识最有才能的人运用政权，指导群众。”即便是军事状态解除后到了和平时
代，“工人的民主主义”实现时，共产党对群众的指导还有必要。他所谓的 “运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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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大钊：《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新青年》第５卷第５号，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Ｓ．Ｃ （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第２卷第２号，１９２１年３月。

Ｓ．Ｃ （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第２卷第２号，１９２１年３月。
有研究者指出：“李大钊群众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最早渊源，也是中国共产党
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参见杨明光、刘国有：《试论李大钊的群众思想》，《南开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１９２６年９月，毛泽东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把李大钊关于农民运动的研究成
果收入 《农民问题丛刊》，作为该所第六期学员的学习资料， “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农民运动，提供了有益借鉴”。 （参见裴赞芬、宋杉岐： 《李大钊与早期中国共产
党》，第２５７页）



权”原则，就是 “高级人员应当接近下级人员，无党农民工人应当受感化等等，仍
旧是说明 ‘在上本有觉悟者向下去接近在下者、未觉悟者’”。① 在瞿秋白看来，作

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共产党人，有义务和责任对落后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

指导，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水平。

在群众、无产阶级与国家关系问题上，李大钊和瞿秋白都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巨
大力量，同时也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应该动员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但是，

李大钊对俄国农民阶级的认识并不完全准确，他没有把俄国农民阶级看作一个比较

重要的革命力量。李大钊认为，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伟大的，他们能够夺取政权，也

能够搞好国内的建设，而且 “他们底精神，不止于能维持本国，并可以代表世界无
产阶级的精神”。李大钊认为应该动员农民群众，但他们的绝大多数是不可能参加革

命的。因此，他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无论如何，俄国革

命决不能靠全体的农民，少数智识阶级应该努力拿新思想灌输到农民的心理中，使

他自己论断是非。……智识阶级的责任真是重大，真是要紧。”② 李大钊甚至认为，

因为 “运动愚钝的农民去实行革命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要 “全将注意集中于现代俄

罗斯的动的要素，就是为革命原动力的智识阶级”。③ 在领导群众夺取政权的过程

中，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作用固然重要，但也要适当估量他们的作用，因

为他们只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部分，是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分

子。显然，李大钊把知识分子作为 “革命原动力”，过高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对
此，瞿秋白的观点恰好相反。由于有俄国实地考察的优势，瞿秋白对俄国国情的了

解显然更深刻。他说：“农民人数居全俄百分之八十，群众运动的力量非常伟大。十

月革命以 ‘农民均分土地’为口号，所以大得农民的同情。……不得他们的同情决

不能成就此 ‘社会革命’的伟业。”在瞿秋白看来，没有农民阶级支持，无产阶级很
难夺取政权；在大工业还没有发达前，俄国的建设也离不开农民阶级。瞿秋白认为：

“劳农政府既能利用农民而成立，以后的社会改造事业也非特别注意于农民不可。”④

随着认识的深化，李大钊也越来越重视农民的作用。１９１９年，李大钊曾提出：“我

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
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

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⑤ 这段话还是立足于对农村

·６８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①
②

③
④

⑤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１卷，第２０７—２０８页。
李大钊：《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１９２１年３月

２１日。
李守常：《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新青年》第９卷第３号，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
瞿秋白：《劳农政府之 “农民政策”———新经济政策与人民之舆论》， 《晨报》１９２１年

１１月１日。
《李大钊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０４页。



与农民的 “开发”和 “解放”，农民是被动的一方，而非自觉与被依靠的一方。但到

大革命时期，已经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的李大钊认识到，被 “开发”和 “解放”的

农民一旦 “觉醒起来”，就不再仅仅是被动的一方，而是可以 “形成一个伟大的势

力”。① １９３９年５月４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集会上，发

表著名的 《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提出青年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去。② 这很自

然地让人联想到李大钊的上述思想。

在政党与阶级、国家关系上，李大钊认识到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

是相当重要的。他在论述团体训练与无产阶级革命关系时，表现出对俄国共产党取

得成就的由衷钦佩和对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极大关切；③ 但对俄罗斯共产党与无

产阶级、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

还缺乏分析和论述。尽管如此，李大钊对无产阶级政党重要作用的论述，还是十分

深刻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

与李大钊相比，瞿秋白不仅认识到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重

要作用，而且还注意到苏俄在国内建设时，共产党与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之间是

一组很重要的关系。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应该处于革命的核心地位，无

产阶级的权力和国家政权都应该掌控在这一部分人的手中。④ 他说：“俄罗斯现在实

行无产阶级独裁制，是共产党的宗旨。所谓无产阶级者———工人，他们本身无知识

无觉悟的居大多数，于施行独裁的最初期，不得不由主张这独裁制的共产党负指导

的责任。……共产党实为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上的主干。共产党本身组织问

题，其重要不下于苏维埃机关的组织问题。”⑤ 在瞿秋白看来，在政党与阶级、国家

三者关系上，共产党在这三者中处于核心地位，共产党自身建设与无产阶级自身利

益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有着必然的直接联系。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可以动员广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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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大钊全集》第５卷，第１２８页。
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
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
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看一个青年是不
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
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

５６５—５６６页）
李大钊以俄国革命为榜样，深感中国尚 “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所以 “不
能实行改革事业”。 （李大钊：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 《曙光》第２卷第２号，

１９２１年３月）
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领导权思想的提出，瞿秋白起着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丁
守和认为，即使不说瞿秋白是最早的提出者，也 “确实是最早提出者之一”。（丁守和：
《瞿秋白思想研究》，第４页）此说在学术界有代表性。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１卷，第２０３—２０４页。



众参加革命和建设，也可以在政治上更好地代表他们的阶级利益；同时，也可以更
好地领导国家建设。瞿秋白认为，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国内，群众、阶级、政党和
国家之间是一个 “相互为用”的关系，即良性互动关系。瞿秋白说：“职工联合会是
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连系。俄国工人国家的机体全筑在群众上。各机关，国家的、

共产党的、职工会的相互为用，有弊相救，有利相济。”① 瞿秋白对这三者关系的概
括是准确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依靠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建设都无法展开。

瞿秋白的这个观点在日后的中国革命工作中得到贯彻，１９２５年他致信鲍罗廷时指
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实行积极的政策和在工农大众中开展强有力的工作，才
能取得领导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② 历史证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
“三大法宝”之一党的领导，就包含着瞿秋白的思想智慧。

李大钊和瞿秋白在对群众、阶级、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认识并不完全相
同，主要是因为他们各自对俄国社会有不完全相同的关注点。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前
革命中的群众、阶级、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关注得多，而对革命后的这个关系关
注得较少；另一方面，他还缺乏对俄国农民的真切了解。而瞿秋白有着 “饿乡纪程”

的实践，能够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考。

四、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

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中，李大钊和瞿秋白是运用唯物史观的普遍规律学

说来认识 “俄国道路”，并以此分析中国革命问题的先进人物。

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上，李大钊主要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
问题，而瞿秋白不仅看到俄国革命中生产关系出现的变革，而且还意识到生产力发
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重要性。

李大钊指出，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人们就应该打破这种生产
关系，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十月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为新文明、新世界的
创造提供了有效方法。他说，十月革命是要 “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③ 打破这种 “生产制度”的结果是， “从今以
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
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④ 李大钊这里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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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晨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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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第５７３页。
李大钊：《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新青年》第５卷第５号，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第３号，１９１９年１月５日。



“生产制度”其实就是指生产关系，俄国十月革命就是打破旧的生产关系、旧的所有
制，创立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李大钊看来，俄国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大有益于生产力发展。他说：“照俄国说，社会主义于发展实业，实在
有利无害。换言之，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① 显然，李大
钊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能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瞿秋白对俄国革命变革生产关系的认识与李大钊一致。他指出了改造 “经济组
织”的重要意义和历史进步性，认为：“社会改造之中心问题在于经济组织之整顿，

推翻旧的，创造新的。俄罗斯革命的价值就在于他经济改造政策的适当与否而定。”

瞿秋白这里提出的 “经济组织”，实际上是指生产关系。但是，瞿秋白的认识并没有
停留在革命对生产关系的改造上，他还意识到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
作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重要性。他说： “新经济政策中最重大的原
则，就是概括的提高 ‘生产力’，及间接扩充振兴 ‘国有企业’。”② 在他看来，经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内战，俄国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理想中的共产主义
无法实现，生产关系一定要与其现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才能取得更大发展。瞿秋
白说：“俄国欲实行共产主义，最大的障碍，在于其工业农业之不发达。……现在俄
共产党的能力差不多完全灌注于恢复经济上面。经济政策，即因此而定。”③ 苏俄的
共产主义建设不是空中楼阁，实现共产主义需要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新经济政策
虽然部分地牺牲了社会主义原则，但归根到底是局限在社会主义体制内的，符合马
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改革要立足于历史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这一根本原则。

至于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的理解，李大钊和瞿秋白表现出较大差
别。李大钊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对 “决定”的理解显得比较僵硬，

瞿秋白则能比较全面地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李大钊十分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他在与胡适进行 “问题与主义”论战时，

就很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
组织后 ［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都解决了。依马克思
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

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
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
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④ 在李大钊看
来，“经济基础”是决定其他相关项唯一的要素，这虽抓住了理论核心，但忽视了其
他因素，这体现了初始学习、理解唯物史观阶段的不成熟特征。恩格斯曾经对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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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类似机械理解 “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提出过批评。① 李大钊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忽视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但他的理论基点无疑是正确的。

瞿秋白对 “俄国道路”的分析，总是将它立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视

野之下。他并不认为经济基础一旦发生变化，共产主义就会如影随形地实现。他在

分析苏俄帮助其他落后民族跳过资本主义 “卡夫丁峡谷”而进入共产主义问题时，

就很重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他说： “共产主义是 ‘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
‘人’，是 ‘人间的’。他们所以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现象，如单就 ‘提携

小民族，使越过资本主义的过程而并达于共产主义’的大政方针，及他们首领的深

自警惕，抱定宗旨，不折不挠的去实行，这种态度看起来，虽不能断定他们最后的

成功，然而必是见他们实行自己的理想而并且能深切研究实际生活中之状况及对付

他们的相当办法。———这是中国人所应当注意的。”瞿秋白看到苏俄对经济基础改造

的历史意义，就是落后地区也可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瞿秋白在俄访问期间，正是

苏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他利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准确分析了苏俄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以及出现的问题。瞿秋白认识到苏俄小资产阶级经济十分强

大，指出：“原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共产党政府，为什么不能即刻实

行生产品 （农业、工业一概在内）公有制……除以革命战争、内乱之故，经济窘急，

须极振兴大工业，而不得不用此种奖励农工增加生产力之新政策为解释外，我们还

可以发见一纯粹的经济上的原因：就是 ‘俄国是小农经济的国家’。”② 俄罗斯的这

种 “小资产阶级经济”特性，决定了执政后的共产党必须以新经济政策来恢复和发

展生产力。至于这种政策导致资产阶级在一定范围内复活，瞿秋白也运用这一原理

给以解释说明。他说：“新经济政策实行以来，俄国国内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复活，发

现种种奇妙不可思议的现象。种种阶级，种种政党，种种社会组织之间，勃生错综

杂乱不可名状的变化。旧政治思想死灰复燃……遂成一幅十月革命后第一次发现的
‘新’景象。”③ 显然，瞿秋白在分析 “俄国道路”时，准确运用了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一原理。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分析的角度还是在分析的重点上，特别是在对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把握上，两人的思想并不完全相同。

五、关于社会发展动力与革命主体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向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而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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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李大钊和瞿秋白在分析俄国道路的过程中，一致运用
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进行了深刻的阶级分析。他说，俄国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

一场阶级之间的战争。他提出：“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

世界资本家的战争。”① 他还说，“俄国革命起于一九一七年，惹起世人的注意，并
非单是一国政治变更，实在是世界的革命，是平民阶级对资本阶级的战争。”② 阶级

斗争能够实现经济革命，促进社会进步。他在分析俄国罗曼诺夫家族的覆灭时说：

“专取这唯物史观 （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

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
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

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③ 这

一论断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来说，具有本质性的意义。

瞿秋白同样从阶级斗争着眼分析俄国革命。他说：“苏维埃政府，十月革命，步
步证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革命的伟力各方面的发展，几十次困苦的战斗全赖于

两革命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在十月革命时这两阶级结合一巩固的协约，

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收得大工业与土地。”④ 同时，他认识到阶级斗争具有世界意

义，说：“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于世界的经济改

造。”⑤ 显然，观察俄国革命，李大钊与瞿秋白一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根
本方法。

但是，阶级斗争的主体是谁，李大钊和瞿秋白的表述却不完全相同。李大钊认

为是 “平民阶级”对 “资产阶级”的斗争；瞿秋白虽认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

的革命，但认为在斗争过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同一阵线的同盟。李大钊的
“平民阶级”是否等同于瞿秋白的 “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值得讨论。毫无疑问，

瞿秋白所说的无产阶级是指工人阶级。他说：“所谓无产阶级者———工人，他们本身

无知识无觉悟的居大多数，…… ‘已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职工联合会，乃是共

产党，所谓 ‘有觉悟有知识的无产阶级’。”⑥ 瞿秋白把工人阶级分成两个部分，一
部分是无知识无觉悟的工人，一部分是有觉悟有知识的工人，也就是共产党。而李

大钊虽然看到了农民在社会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但根据俄国革命经验，他所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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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１卷，第２０３页。



民阶级”概念的重点显然不是指农民阶级。李大钊在论述俄国革命是 “平民阶级对

资本阶级的战争”中，认为农民是不参加革命的，俄国革命决不能依靠全体农民。

他说：“俄全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是农民。农民的气质，和中国人差不

多，保守性重，沉沦在无情、愚昧、忍耐、服从的种种恶习惯，全是专制压迫的

结果。……做革命中心的人，是工人、学生和爱自由的贵族们，职业阶级皆赞同革

命，这些人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是不参加革命的农民。……希望农民

革命是很难实现的”，“俄国革命决不能靠全体的农民，少数智识阶级应该努力拿新

思想灌输到农民的心理中，使他自己论断是非。”① 李大钊认为，作为俄国人口主体

的农民大多数是不参加革命的。他虽然认为知识分子可以用新思想来影响农民，但

希望农民全部能够参加革命是不可能的。李大钊所说的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 “平民

阶级”，应该是指工人、学生、少数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这其中当然包括具有自

由思想的贵族们）、职业阶级，可能还包括少数对大地主资本家不满并具有新思想的

农民。② 总体上看，这些人都是深受资本家压迫并认识到这种压迫的人。

显然，李大钊和瞿秋白最大的区别点体现在对俄国农民阶级的认识上。李大钊

认为俄国广大农民不可能参加革命；而瞿秋白看到，在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

阶级是并肩战斗的，因而认为，“共产党的策略，必须以最大多数最低级的无产阶级

为主体，进而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等”，③ 即形成了工农联

盟。两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差别，关键在于对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前的具体情况和

对俄国革命的了解和认识有所不同。李大钊还受到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人无政

府主义思想中对俄国农民分析的影响。李大钊认为俄国农民具有 “保守性重，沉沦

在无情、愚昧、忍耐、服从的种种恶习惯”，并非没有道理，但关键是俄国农民受资

本主义压迫，同样能够起来革命，能够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而瞿秋白则基于对苏

俄国情的具体考察，认为农民 “奇特的国民性很有力量而且很可用”，“共产党既执

政权”，无产阶级就必须联合农民。④

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国内经济建设中，瞿秋白认为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阶级

斗争的作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认识还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瞿秋白说：“阶级斗争的罢工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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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日。
有研究者认为，在李大钊的语境中，“平民”一指集合意义上的人民，二指占社会成员
或国民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三指平等、自由之民。李大钊 “平民”范畴的多义性决
定了其 “平民主义”意蕴的多维性。（参见杜鸿林：《李大钊人民群众观述论》，《南开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１卷，第４８０页。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１卷，第２２６页。



以破坏其国家为作用，在无产阶级国家之中以保护利益亦即以求正当的机关实业而
作用。本来阶级不消灭斗争亦是不能消灭的，不过形式不同而已。”① 瞿秋白认为十

月革命后俄国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但这种阶级斗争不是为破坏国家，而是为 “巩

固其国家”。② 对此，李大钊的思想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起初，李大钊认为，俄

国革命后阶级已经被消灭。他说： “俄、德起了社会革命，世人又造出一种新名辞
来，叫做什么 ‘平民独裁政治’，就是说这种政治是平民—阶级的 ‘狄克铁特’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平民政治的真精神，就是要泯除一切阶级，都使他们化为平民。”③

此时，李大钊还没有意识到俄国革命后还会存在阶级。但他的这种思想只是短暂的，

随着他对唯物史观理解逐步加深，就意识到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依然存
在。他说：“然俄国的政治现状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他们要由这无产阶级统治别

的阶级，所以他们去用 ‘伊尔革图克拉西’，似尚带用着统治 （Ｒｕｌｅ）之意。大权皆

集中于中央，而由一种阶级 （无产阶级）操纵之；现在似还不能说是纯正的

Ｅｒｇａｔｏｃｒａｃｙ，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而已。”④ 显然，李大钊已经认识到俄国那
时的政治是无产阶级对别的阶级的统治，并且已经认同 “无产阶级专政”。

如何看待生产力发展所起的社会推动作用？李大钊把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和根本动力常常结合在一起思考，他对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解

是全面的。李大钊说：“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

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
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

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⑤ 尽管阶级斗争学说在当时受

到很多非议，但李大钊积极肯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不过，李大钊对社会

发展 “原动力”的理解，也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起初，他对 “原动力”认识还
有一点模糊，甚至还出现过矛盾。１９２０年，李大钊说：“饥饿是变革的原动力。法

兰西大革命，饥饿是重要的原因；俄罗斯大革命，饥饿也是重要的原因。”⑥ 次年，

他针对十月革命又说：“我们应该把那些农民、无产阶级、工人、职业阶级，看作一

种另外的要素，而全将注意集中于现代俄罗斯的动的要素，就是为革命原动力的智
识阶级。”⑦ 李大钊思想的矛盾性也恰好说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有一个

思想过程，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而瞿秋白则在苏俄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唯物史观理

·３９１·

李大钊、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认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瞿秋白：《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晨报》１９２２年４月２２日。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明明 （李大钊）：《平民独裁政治》，《每周评论》第６号，１９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李大钊全集》第４卷，第４页。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６卷第５号，１９１９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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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常：《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新青年》第９卷第３号，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



论，对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观点的认识显得更加清晰。瞿秋白运用这
个理论分析了生产力发展与实现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说：“工业政策上的根本职
任，在于发展巩固国有的大工业。大工业团结劳动者，而加以训练，即所以巩固无
产阶级独裁制，而为共产主义之根据。如果没有发达的工业，亦决不能实现共产主
义。”① 显然，瞿秋白已经认识到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作用；而且，瞿秋
白还明确认识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大工业的发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从社会发展动力论到革命主体论，李大钊与瞿秋白共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虽
然所得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都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具有借鉴意义。特别是瞿秋白
关于俄国农民的思想，对于认识中国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借鉴意义尤
其重大。

六、关于思想、意识、观念的社会作用

相对于社会革命，文化领域的革命要困难得多。旧思想、旧观念和旧文化不会
随着革命的结束而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总要像梦魇般地缠绕着人们，“死人抓住
活人”。② 因此，无产阶级必然要对旧社会旧时代所积累的 “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
设无产阶级的文化”。③ 李大钊和瞿秋白思想超拔性的一大重要体现，在于不仅深刻
论述了社会革命，而且极其重视文化革命。

李大钊和瞿秋白看到，俄国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产生了重
要影响。李大钊努力探寻俄罗斯文化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张力，认为俄国人所具有的
人道主义精神对社会变革有重要作用。他说：“俄人今日，又何尝无俄罗斯人道的精
神，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倘无是者，则赤旗飘飘举
国一致之革命不起。且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入人之深，世无伦比。”尤其是俄国兼具
东西文化的长处，利于俄国创造世界新的文明。他说：“由于俄人既受东洋文明之宗
教的感化，复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人道’、‘自由’之思想，得以深中乎人心。

故其文明，其生活，半为东洋的，半为西洋的，盖犹未奏调和融会之功也。……世界
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
莫属。”④ 瞿秋白则从俄国人的国民性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角度来认识。他说：“俄
罗斯文化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
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社会之文化是社会精灵的结晶，社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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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十月革命与经济改造》，《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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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３册，１９１８年７月１日。



进化是社会心理的波动。”① 尽管他们分析的角度不一样，但都看到了俄国文化对革
命所起的促进作用，这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启示
意义。

在考察俄罗斯文化上，李大钊和瞿秋白还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对
俄罗斯文学特别重视。这显然不是因为他们都共同拥有文学爱好或兴趣，而是为了
思考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他们都认为，俄罗斯文学对社会现实题材的关注与思考，

起了宣传革命思想、改变人们观念的作用。李大钊认为，俄罗斯文学 “社会的色彩
之浓厚”，“人道主义之发达”，促进了革命的发展，成为 “其胚胎酝酿之主因”。他
还说：“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既与南欧各国之文学大异其趣……故文学之于俄国社
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② 李大钊
把俄国文学作为启蒙革命思想的一种工具，认为它孕育了俄国革命。尽管瞿秋白与
李大钊的分析不完全一样，但也像李大钊那样，给予俄罗斯文学很高评价。瞿秋白
把俄国革命的爆发与俄罗斯文学结合起来，认为考察一个国家的变化，就应该考察
该国家该民族的文化，而文学作品是俄国文化的反映和样品。他说：“俄国布尔什维
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
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
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③ 在瞿秋白看来，俄国文学作品中反映的思
想是俄国革命的动因之一。李大钊与瞿秋白，由于都身处新文化运动的洪流当中，

做着破旧立新的文化革命工作，出于对俄国革命的钦慕，又抱着对破除旧文化、建
立新文化的 “同情共感”，因此，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俄国革命上。

革命的新文化不会自然而然产生，也不会自动进入人民头脑，总是需要先进文
化工作者作为时代的引领和推手。李大钊和瞿秋白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巨人和先进
代表。他们都认识到要改变人民群众思想中落后的观念，破除束缚社会进步的旧文
化旧思想，就必须对广大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文化启蒙。当然，在具体方法上，譬
如，在对新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的认识上，他们两人的确存在较大差异。

在李大钊看来，现代新文明需要知识分子把思想宣传到人民群众中去。他说：
“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智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
不可。……在那阴霾障天的俄罗斯，居然有他们青年志士活动的新天地，那是什么？

就是俄罗斯的农村。”④ 李大钊认为，新思想的传播主要依靠知识分子，通过知识分
子与工农结合，这种新思想才可能深入到农村农民中。李大钊的 “先进文化传播论”

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因为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恩格斯针对反对中世纪封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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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留、传播进步启蒙文化时说过，“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
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① 特别要看到，李大钊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
结合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譬如，

１９４２年５月，毛泽东在陕北发表著名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知识
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为工农大众服务，这里边就有李大钊的
思想要素。②

但瞿秋白并不认为在俄国宣传新思想只是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认
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主要是依靠俄国共产党，依靠无产阶级自己。他说：“无
产阶级为自己利益，亦即为人类文化担负历史的使命。凡在现实世界中，为现实所
要求以达这 ‘新’使命的，则社会意识的表示者都不推辞：代表此一阶级的利益，

保持发展人类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已经破产。”③ 瞿秋白很机敏地运用了阶级学说和
阶级分析方法，明确指出新文化的创建需要无产阶级自己，而不能指望其他任何人。

但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整体思想水平并不高，他们还需要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
进分子去指导，改变俄国工人阶级以及人民群众的 “精神饥饿状态”进行切实的
“精神上的救济”。④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瞿秋白还具体分析了十月革命后俄知识阶
级队伍的状况，认为 “知识阶级之分化”已是客观事实，必须警惕一部分反对劳农
政府的反动知识分子，“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自当预有防范”。⑤ 在先进文
化建设与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关系上，李大钊和瞿秋白所产生的差异，关键是在对
俄国知识分子的认识上。李大钊承认并看到知识阶级同劳工阶级能够打成一片，而
瞿秋白则更深入地看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知识分子队伍的全部，这就对无
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区分，而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包括
了李大钊所说的到农村宣传 “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李大钊对俄
国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俄国革命上，对俄国革命后的文化建设思考得相对少一
些。而对于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旧文化的抵抗和反扑，瞿秋白则关注得更多，因为
他身处俄国，实地感受了俄国文化建设的真实状况。

瞿秋白认识到，相对于改造旧制度，文化革新更为复杂。旧文化具有相对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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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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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又说：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
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
群众服务，……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毛泽东选集》第３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４８、８７７页）由此可见两者思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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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新经济政策之因　旧政治思想之果》，《晨报》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２４日。



会独立性，必然会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同新文化产生激烈冲突。虽然革命力量
是强大迅疾而锐不可挡的，但革命毕竟不能在特定时间内迅速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

瞿秋白指出：“风起潮涌的自由战激励他们驱逐地主，打破封建遗毒的偶像。等到农
民得胜，初赖共产党的指挥操纵，分到了土地，小资产阶级心理发现，屡次为白党
利用扰攘多时。实际生活的教训和社会心理的内力如此之显著呵。”瞿秋白对革命后
俄国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的认识也是深刻的。同时，他还提醒，人们的宗教信仰
也很难一下子改变。１９２１年劳动节，恰好是耶稣复活节，人们自发来到教堂，与共
产党组织的劳动节游行规模偏小形成鲜明对比，这使瞿秋白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

他深切认识到，在肃清旧时代的落后文化时，新旧文化的斗争多么激烈！瞿秋白指
出：“一东方古文化国的稚儿，进西欧新旧文化，希腊希伯来文化，剧斗刚到短兵
相接军机迫切的战场里去了：炸爆洪声，震天动地，枪林弹雨，硫烟迷闷的新环
境，立刻便震惊了 ‘东方稚儿’安恬静寂的 ‘伪梦’。———新文化的参谋处，一面
要定攻击西欧旧文化之战略，一面要行扑灭东欧半封建文化遗毒的抗拒战斗力之
计划。……无怪搏战所用的力量如此之重，战争过程活现得如此之剧烈。”① 瞿秋白
把新旧文化的冲突看成一场激烈战争，新文化的战斗力强劲而新锐，旧文化的抗拒
力保守而顽强。瞿秋白的观察与认识，无疑是深刻的，对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与
旧文化作斗争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②

李大钊和瞿秋白分析思想文化观念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深化了对社会革命的
认识，为探索中国新文化建设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们的立论重点，起到了相互
支撑、相互补充的作用。

七、余　　论

综上所论，作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关注俄国革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和瞿
秋白对俄国道路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既有很多共性共识，也有各自的特色特点。

就共同点来说，李大钊与瞿秋白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精英，是中国先进分
子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

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拓荒者和引路人；他们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充
满迎接救世曙光的虔诚和热情，执着不舍，率真无畏，灌注着现实主义的实事求是
精神，一致把俄国道路看作中国革命的灿烂明天，回答了时代所提出的中国向何处
去、怎么走的最根本问题。他们的共同点，产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风云激荡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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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１卷，第９８、８４页。
有研究者指出，瞿秋白认为，知识分子不是文化革命的主体，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
级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参见陈朗：《瞿秋白的知识分子论与 “文化领导权”》，《学习
与探索》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转型的时代背景，① 产生于那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先进中国人特别是先进知

识分子所共有的时代忧患和社会关切，产生于崛起于新文化运动并迅速成长起来的
“文化新人”所共有的时代精神和时代品格。②

同时，也要从国际角度予以关照。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深深地吸引了李大钊

和瞿秋白，特别是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俄国道路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深

受俄共 （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影响，必然由思想自觉进而融入组织自觉。这种

组织关系，既反映在理论、思想、政策、政治层面，也反映在不同时间、地点和人

物交往、论题的侧重性等层面。譬如，在共产国际成立后的半年时间内，俄共 （布）

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主席团拟任主席布尔特曼就与李大钊建立联系，并到天津会

见了李大钊，③ 向李大钊介绍了列宁的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书，

还讲述了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这当然会加深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阶

级、国家理论的理解。双方彼此印象深刻，布尔特曼后来称李大钊是 “杰出的马克

思主义者”。④１９２０年初，共产国际驻天津联络员鲍立维 （中文名白烈伟）与李大钊

在天津几次见面并开会，涉及在中国成立 “社会主义者同盟”问题。⑤ 这对李大钊

坚定走俄国道路具有强烈影响。１９２０年４月，共产国际远东事务负责人魏金斯基经

鲍立维和北京大学俄籍教授伊凡诺夫介绍，结识李大钊，并通过李大钊与北大进步

学生开始密切接触；魏金斯基与李大钊商谈了中国建党问题，并由李大钊介绍到上

海会见陈独秀洽商建党事宜。⑥ 期间共产国际对李大钊思想影响的深刻性，可以多

方面印证，例如李达在回忆中即说：“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

加明白了苏俄和俄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⑦

与李大钊一样，瞿秋白接受俄国道路，同样是思想选择的结果。在魏金斯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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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对此，《李大钊全集》的整理者杨琥、王宪明认为：李大钊的诗文，是与他所处的时代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李大钊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李大钊所处时代的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外大通”。（参见杨琥、王宪明：《走近李大钊　理解李大钊———
编注 〈李大钊全集〉的几点认识和体会》，《党的文献》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参见张艳国等： 《思想文化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第２６７页。
时间记载略有出入，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４３页）为１９１９年夏天；而朱文通主编 《李大钊年谱
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８３页）则为１９１９年９月２１日。
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第５４３—５４４页。
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第５４４—５４５页。
参见朱文通主编：《李大钊年谱长编》，第２９６页。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７页。从保存于苏共中央的中共驻共
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 《中国共产党宣言》（１９２０．１１）英文版看，李达的回忆是准确的。



华的下半年，瞿秋白在俄共 （布）党员优亭介绍下，以北京 《晨报》和上海 《时事

新报》特派记者身份，偕俞颂华、李宗武到俄国采访考察。在苏俄，他极其兴奋地

阅读了一批尚未翻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 《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史》

等书刊，结识了 《真理报》主笔美史赤略夸夫、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教育部长

卢那察尔斯基等文化名流，全程采访了俄共第十、十一次大会并写下三万多字的长

篇通讯，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东方大学旅俄支部组织生活，出席共产国

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两次受到列宁接见并同列宁有过简单交谈，全程采访全俄第九

次苏维埃大会并采写了通讯，在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把列宁的报告以

及其他会议文件及时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党中央。①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抵俄到１９２３
年１月８日回到中国，瞿秋白在苏俄整整工作两年多时间。从他学习、采访、考察、

交流、参加政治活动的内容来看，苏俄、共产国际对瞿秋白思想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深刻的。② 譬如，在俄国，他对国人发出深情呼唤，“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俄国

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③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主动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会，向中国先进分子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如１９２０年，维连斯基

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声称： “坚持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的工

作。”④ 李大钊和瞿秋白就是在此政策要求下，同共产国际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

可想而知，他们从思想、理论一直到政治组织关系，最终确立以共产主义为救国救

民的奋斗目标，“苏俄道路”从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对中共及对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指导乃

至领导关系更加直接。从苏俄、共产国际方面探究李大钊与瞿秋白在俄国道路及其

相关问题上的思想认识，有利于更深刻地观察和理解李大钊和瞿秋白从俄国道路到

中国革命的思想演进，也有利于在个案层面认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与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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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该文件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由李大钊、陈独秀策划拟定的。核心思想就是取法苏俄，
走俄国道路。《宣言》宣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使
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作劳农专政的方式。所以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争斗也日见紧迫，
他的趋向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斗争一样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再说罢，
这并不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而且这种阶级争斗的
状态，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一
九—一九二四），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７６—７７页）

①　参见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瞿秋白年谱详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６页。
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第８８页。
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二次全俄共产党大会》，《晨报》１９２１年９月２３日。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摘录）》
（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
国国民革命运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第３９页。



的关系。

当然，也要辩证地看到，李大钊和瞿秋白在对俄国道路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上，

存在差异和特性，这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讲，都属于
同中之异，是同一个阵营内的不同看法和差异性理解。

李大钊与瞿秋白是革命路上的同志和师友，但李大钊年长瞿秋白整十岁。年龄
差异会影响他们接受新知的先后难易，也会影响他们对相同问题的认识角度与程度。

李大钊与瞿秋白携手推进中国革命事业，是伟大的革命者、播火者和思想者，这是
他们的一重社会身份。另一方面，李大钊是大学知名教授，而瞿秋白是报刊记者，

他们对问题各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能排除职业因素对他们思想的影响。李大钊与
瞿秋白都是俄国道路的探索者，但处于不同的空间方位，不同的经历自然造成认识
的差异。李大钊身在国内，“自束发受书”，“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主
要是通过报刊、书籍资料以及社会交往了解俄国情况。① 瞿秋白则在实地探究，“来
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 ‘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 ‘布尔塞维克的
化学家’依着 ‘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 ‘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 ‘苏维埃的玻
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 ‘社会主义的化合物’。西伯利亚旅
行的教训，才使人知道大谬不然”。② 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予瞿秋白更高评价，确
也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旁证：“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两年，他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人。……瞿的确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③

总之，李大钊与瞿秋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分析俄国道路，其成果已经成为中国
人民的宝贵思想财富，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珍贵思想资料，是中国近代思
想文化与社会转型互动的一个宝贵案例。他们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早期的论证
者与阐述者，也是中国革命话语概念最初体系的塑造者，其思想一脉贯通至今。

〔责任编辑：耿显家　责任编审：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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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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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李大钊全集》第５卷，第２３０、２２６页。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１卷，第９３页。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北京：北京
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８０页。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ｕ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　ｒｅｔｕｒｎ　ｆｒｏｍＨｏｗ
ａｒｅ　ｆｕ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ｔｏ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ｆｕ　ｆｏｒ？＂，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Ｈｏｗ　ａｒｅ　ｆｕ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ｆｕ？＂Ｉｔ　ｉｓ　ｈｅ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ｕ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ｉｅｓ．

（９）Ｌｉ　Ｄａｏｚｈａｏ　ａｎｄ　ＱｕＱｉｕｂａ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ａｔｈ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ｇｕｏ·１７５·

Ｌｉ　Ｄａｚｈａｏ　ａｎｄ　ＱｕＱｉｕｂａｉ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　ｂｏｔｈ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ａｔｈ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ａｔｈ，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ｉ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ｃｌａｓｓ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ａ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ｄｅａ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ｔｃ．Ｔｈｅｙ　ｓｈ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ｕｔ　ｅａｃｈ　ｈａｄ　ｈｉｓ　ｏｗ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ｙ　ｂｏｔｈ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　ｉ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ａ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
ｗｉｎｄｏｗ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
·６０２·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